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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由急剧的剥削率上升和利息率下降激发的资本积累的新繁荣。实
际工资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促使工人实际消费支出能力停滞不前。但随着利息率下降和信用获得

更加容易，消费和其他支出继续上升，支撑起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2008 年爆发的 21 世纪第一次大萧条，正是资
本积累长期波动模式中，经济增长长期繁荣让位于长期下行的正常变化。资本积累的利润驱动是它的根源，占据

了商业行为核心调控者的地位。为保持这个不变的内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在改变它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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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爆发的遍及世界的经济总危机，是发生在 21 世纪的一次大萧条。这次危机是资本积累长期波

动模式中，经济长期繁荣最终让位于长期下行的一个完全正常的阶段。当这种转换发生的时候，经济状况由

好变坏。在坏的经济状况的后期阶段，一个打击就能引发一场危机，正如 2007 年次级贷款市场崩溃引发了

危机，也如 1820 年代和 1870 年代、193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总危机，都是由之前的打击引发的。［1］［2］［3］加尔

布雷斯在其名著《1929 年大崩盘》中指出，虽然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以一系列疯狂的金融投机为先导，但从根

本上说，正是 1929 年不健康且脆弱的经济状况使股票市场崩溃，进而引发经济崩溃。［4］［5］①既有当初，必有

近日。［6］那些选择把每一次这样的插曲看作独立事件，看成是迄今为止一直纯洁无暇的白天鹅群中随机出

现的“黑天鹅”的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寻求解释的这一历史的动因。［7］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忘记了

这样的事实———正是利润的逻辑致使历史重复。
资本主义积累虽然表象为一个混乱的动态过程，但实质上却具备强有力的内在节奏。这个节奏由相互

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因此，对具体积累历史的分析，必须把它内在固有的模式与它

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区分开来。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最显著的因素。一个短周期( 3 ～ 5 年存

货) 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无休止震荡，一个中周期( 7 ～ 10 年固定资本) 来自总生产能力和供给的较慢波

动。［8］但在这些商业周期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累和减速积累所构成的更

缓慢的节奏。各种商业周期错综复合在一起，构成这些基本波动。［9］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是 1970 年代的大滞胀。虽然潜在的危机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所掩盖，但还是出现了大

量失业、股指市场实际价值的剧烈下跌以及企业和银行的大范围破产。在那个时候，存在着关于经济和金融制度

将一起崩溃的巨大担忧。［3］123美国和英国是这次危机爆发的典型，危机导致高失业率、快速侵蚀实际工资和股票市

场实际价值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工会和其他支持劳动者与穷人机构的攻击等。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采取了保持

低失业率和缓慢紧缩资产的对策，这虽然拉长了危机持续的时间，但却阻止了危机下沉至英美国家那样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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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0 年代，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一场由利息率的剧烈下降所激发的新繁荣。利息率

的剧烈下降，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净差额。下降的利息率还加速

了资本在全球的扩散，诱使消费者债务的大幅增长，刺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滋长。在许多国家，金

融机构渴求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像加拿大这样的少数国家之外，这种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

同时，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出现了对劳动者前所未有的剥削，表现为实际工资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

降。实际工资减少导致实际消费支出能力停滞不前。但随着利息率下降和信用更易获得，消费和其他支出

继续上升，支撑起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对资本积累的所有限制似乎都被搁置起来，所有的运动规律似

乎都被废除。然后，崩溃终究破门而入。美国的房贷危机只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深层次的问题是利息率的

下降和债务的上升，是它们强撑起已达到极限的繁荣。
当前，危机还在继续。虽然在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大量货币被创造出来以支撑商业部门的运转，但这

些货币并未带来直接的好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高位。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在

其演化过程中，机构、规制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还展现出这种周期

性的经济波动模式? 答案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 这些特殊模式的根源均为利润驱动，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

保留着商业行为核心调控者的地位。为保持这个不变的内核，资本主义一直在改变它的外形。本文将通过

检验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中的逻辑。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危机的发源

地，仍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但必须说明，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难降临到了妇女、孩
子和失业者身上。

一、资本积累和利润率

“驱动企业家的引擎是……利润。”［10］“没有利润的销售额是没有意义的。”［11］获取利润是企业存在的

目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率( r) 与利息率( i) 之间的差额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原因在于利润是主动投

资的回报，而利息率是被动投资的回报。资本可以投资于生产或销售商品，也可以用于借贷或积极的投机。
在每一种情况下，利润率都是资本的回报，其间的过程和努力受制于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错误。另一方面，

同样数量的资本也能投资于储蓄账户或安全债权，以相对安全的方式赚取利息。利息率是主动投资回报率

的基准，是后者的安全替代物。马克思将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差额称为企业利润率( r － i) ，他认为，正是企业

利润率驱动着主动投资。凯恩斯把利润率称为资本边际效率( MEC) ，并集中研究了它与利息率之间的差

额，认为这个差额是投资活力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很迂回的方式对这个差额也

进行了解读: 生产成本定义中包含了“机会成本”———它由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 interest equivalent) 构成，

因此，“经济利润”是企业的利润量，相应的利润率不过是企业利润率( r － i) 。［3］126［12］［13］

假设企业的年利润是 10 万美元，当期利息率是 4%，企业年初资本存量是 100 万美元。那么，如果该企业

的资本被投资于安全债券，可获得 4 万美元利息。从古典经济学角度看，企业的总利润由两部分构成: 4 万美元

的利息等价物和 6 万美元的企业利润。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息等价物看作是与工资、原材料和折旧等同的“成

本”，因此，它的经济利润的定义只包括企业利润( 6 万美元) 。由此可以得到: 利润率等于年利润与年初资本存

量的比例，即 r = 100，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 100% = 10% ; 相应的企业利润率是企业利润量除以资本存量，即 re =

60，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100% =6% ; 企业利润率还可表示为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即 re = r – i =10% －4% =6%。

在经验验证层面上，有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进一步考虑。首先，国民收入账户中所列的利润既不是总利

润( P) ，也不是企业利润( PE)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值。国民收入账户把经济利润定义为实际利润扣

除实际支付的利息。因此，如果正在研究的这个企业借了一半的总资本( 50 万美元) ，它就必须支付 2 万美

元的实际利息( 50 万美元总债务的 4% ) 。这样一来，国民收入账户的利润指标( P' = 8 万美元) ，是实际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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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10 万美元) 减去对实际借债支付的实际利息( 2 万美元) 。因此，为了测算实际利润，我们需要把实际的

货币利息加到国民收入账户所列的利润数中去，然后按照之前讨论的方法，计算企业利润的水平和比

率。［14］［15］［16］其次，如果我们在分子中用当前美元利润流，在分母中用当前成本计算资本存量( 用当前价格

等价物测算的资本) ，那么所有的利润率都是实际比率，即调整了通货膨胀的比率。通过这种方法，分子和

分母反映的是同一套价格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际值的测量。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利润率( re) ，因

为其分子是当前利润减去当前利息等价物( 以年初资本存量( P － iK) 的当前成本计算) 的差额。用这种方法

测算的企业利润率 re = r － i 是实际比率。［17］［18］③下面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导致当前危机的事件，

首要的是利润率的运动。

二、战后美国的资本积累模式

1． 总利润率

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 见图 1) ，系指支付利息和利润税之前的利润与年初厂房设备当前成本的比率。
我们需要测算支付利息之前的利润量，以便与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相比较，计算出企业利润的总量。因

为非金融企业公布的利润是实际支付利息之后的净值，所以，我们需把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重新加到他

们公布的利润中。这种测算方法会捕获一部分金融企业的利润。从图 1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润率有很大的

波动，而且在短期内很容易受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如 1960 年代利润率的巨大扬升，反映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对利润率而言，战争一般是好事，至少在早期阶段是这样。图 1 展示的利润率的拟合趋势( 细节见图注) ，区分

了由结构驱动的利润率模式和由越南战争这类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波动。我们看到，利润率在 35 年的时间里

保持下降的趋势，然后稳定下来。现在的问题是: 什么事情逆转了利润率这一不断下降的模式?

图 1 美国非金融企业实际利润率及其趋势 图 2 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

( 1992 = 100)

注: 图 1 中，利润为支付利息和利润税之前的企业收益。利润率 r = P
K( － 1)

及 r 的趋势值( r 趋势) 。P 来自 NIPA 表 1． 14

第 27 列的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总和，该数据一直到 2010 年第 1 季度。非金融企业支付的货币利息净额，来自表 7． 11 第 11 列

减去第 17 列，只有 2008 年之前的数据，我们用个体成分趋势法将其推算至 2010 年。NIPA 所列的企业利润扣除了实际支付

的货币利息净值，因此为得到付息前利润，我们需要把它加回去。这就得到了商业会计测量中常见的“付息前及税前”收益

( EBIT) 在 NIPA 中的等价物。利润率的分母是前一年的资本。因为 NIPA 列的资本存量是年末值，所以有必要采用非金融企

业的当前成本，即前一年的资本存量( K( － 1) ) 。年末资本存量在固定资产表格 FA6． 1 的第 4 列。FA 的数据通常到 2008 年，

我们用对数化趋势推算至 2009 年。r 的趋势是在 Eviews 5 中对 P 和( K( － 1) ) 在带宽为 0． 50 的条件下，运行一个 LOESS 回

归( 局部加权回归法) 计算得到。LOESS 是用一次多项式和局部 3 次方加权做的最近邻回归。这个技术对数据的短期波动不

敏感，用它做趋势估算很有用。r 的趋势用利润的拟合( 趋势) 值除以 K( － 1) 求得。资料来源: http: / /www． bls． gov，见国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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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产品账户( NIPA) 以及固定资产表( FA) 。
图 2 是对商业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事实上的及反事实的每小时收入的说明。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事实上的每小时实

际收入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 网站 www． bls． org 。2010 年的数据为第 1 季度。劳

动生产率( y) 与雇员实际收入( EC) 的比率，在 1960 ～1981 年战后“黄金年代”遵循稳定的趋势。这通过对 ln( EC) 做 ln( y) 和时

间序列的回归而得到( 后者不显著) 。然后，用这个轨迹来预测，在此前的趋势继续保持的基础上，雇员实际收入 EC 在 1982 ～
2009 年遵循的( 反事实) 轨迹( ECc) 。用 1960 ～1981 年而不是 1947 ～1981 年整个期间的数据，可生成一个更适度的反事实工资

变化的轨迹。本文选择更小的数据，是为了避免夸大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因实际工资下降给利润率带来的好处。

2．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图 2 描述了 1947 ～ 2008 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每小时实际工资间的关系。实际

工资的增长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很多，即剥削率趋于增加。而且从 1980 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实际工

资增长明显减速。如果用 1980 年代起的实际工资变动轨迹，与在继续保持战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比例

关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工资变动轨迹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显著。这种对原有趋势的背离，是通过这一时期对

劳动者的全力进攻换来的。它对利润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相对于利润而言，雇员的工资数量巨大。
3． 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

图 3 描述了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展示了利润率实际变动和反事实变动的轨迹。后者是

在继续保持非金融企业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战后比例关系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利润率变动轨迹。始于

里根时代的对劳动者的镇压，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撑起 20 世纪后期资本的繁荣。

图 3 1947 ～ 2009 年美国非金融企业实际利润率

以及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

图 4 1947 ～ 2008 年美国的利息率( 3 个月国债)

注: 图 3 中，实际利润率 r 与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 rc 的比较由以下计算得到。之前算出的变量被用来确定反事实中每小时

的雇员收入与其事实上的每小时收入的比例( z = ECc /EC) 。用 1982 年以来事实上的非金融企业雇员收入( EC) 乘以 z，估算若

工资仍保持 1982 年之前的轨迹时，雇员将会得到的反事实总工资( ECc) 。实际利润为 P = Y － EC，Y 是增加的价值，EC 是实际

雇员工资，因此反事实利润为 Pc = Y – ECc = ( Y － EC) + ( EC － ECc) = P + ( EC － ECc) 。EC － ECc 代表企业从实际工资下降中

得到的利润，把它加到实际利润上，得到估算的反事实利润，再用前一年末的资本存量 K( －1) 去除，就得到一个估算的反事实利

润率。应该指出，( EC － ECc) 小于 0，因为实际雇员工资低于反事实雇员工资。这是因为始于 1980 年代向劳动者的进攻，降低了

工资的增长速度。简言之，利润的实际路径因对劳动者的进攻而被抬高。资料来源: www． bls． org; http: / /www． bls． gov．

图 4 中，利息率是 3 个月国债利率，来自 BEA 网站“总统经济报告”表 73 第 1 列。价格水平是新资本品价格，因为它是与

利润购买力相关的指标，可从 NIPA 表 1． 1． 9 第 7 列( 固定投资紧缩指数) 得到。资料来源: http: / /www． bls． gov，见国民收入和

产品账户( NIPA) 以及固定资产表( FA) ，The Economic Ｒ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 / /www． gpoaccess． gov /eop / tables10． html．

4． 利息率非同寻常的持续性下降

实际工资增长的减速延缓了利润率的下降，但这只部分地解释了开始于 1980 年代的大繁荣。资本积累

由企业利润驱动，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大繁荣的另一个关键点———利息率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出现非同寻

常的持续性下降。图 4 展示了美国 3 个月国债利息率的变动轨迹: 在 1947 ～ 1981 年的第一个阶段，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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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7 年的 0． 59%上升到 1981 年的 14． 03%，上升了近 23 倍; 在 1981 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它以同样剧烈

的程度，从 14． 03%下降到 2009 年的 0． 16%。总之，战后利息率的长期上升和随后的长期下降的变化趋势

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图 5 通过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利息率的对比，展示了这一趋同性。
这说明美国利息率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特征。

图 5 美国和世界( 美国贸易伙伴) 名义利息率 图 6 1947 ～ 2008 年美国非金融企业企业利润率

注: 图 5 中的各国利息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用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元外汇指数的美国贸易伙

伴权重求得一个加权平均利息率。资料来源: http: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h10 /Weight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
tistics ( IF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 ．

图 6 中，re = r － i。资料来源: 根据图 3 至图 5 的数据计算得到。

5． 1980 年代之后的企业利润率和大繁荣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所有因素联系到一起。总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是企业利润率。这是资本积累

的核心驱动力，是产业资本“动物精神”的物质基础。图 3 显示，1982 年之后对劳动者的全力进攻，使实际工

资的增长比过去缓慢得多，进而将总利润率从长期下降的趋势中拉了上来。图 4 和图 5 显示 1982 年之后利

息率剧烈下降。图 6 显示这两个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净效应，即大大提高了企业利润率。这就是 1980 年代开

始的大繁荣的秘密。这次大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 首先，利息率的剧烈下降带来无节制的借贷，

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为保持消费支出的增长，那些实际收入一直受到实际工资增速下降挤榨的家庭，

被提供了更廉价的借款。结果家庭负债与其可支配收入的比，在 1980 年代显著上升( 如图 7 所示) 。其次，

一旦利息率被降到零，就再也无处可降。这个基准利率与商业或消费者借贷之间( 优惠利率、房贷利率) 的

差额，虽仍可被政府压缩，但这个差额是金融部门获取利润的来源。后者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赚取利润。因

此，缩小这个差额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图 7 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图 8 家庭偿债比率

注: 图 7 中的家庭负债来自美联储“资金流”( Flow of Funds) 表 D3 第 2 列; 可支配收入来自 NIPA 表 2． 1 第 26 列。资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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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http: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http: / /www． bls． gov．

图 8 中的家庭偿债比率是偿还债务( 当期待清偿房贷和消费者借债的分期付款和应付利息) 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偿还债务数据在美联储网站 http: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housedebt /default． htm“资金流”表“家庭偿债及金融承付

比”( Household Debt Service and Financial Obligations Ｒatios) 的 DSＲ 变量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见上文。资料来源: http: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但家庭负债 /收入比增长了又能怎样? 毕竟如果借债很便宜，一个人就可以在不必招来更多本息负担( 分

期付款及所付利息与收入的比率) 的情况下，承受更大的债务。事实上，如图 8 所示，1980 年代家庭负债 /收入

比平稳增长，但相应的偿债比却保持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即家庭负债越来越多，月供却没有大量增加。然而，

在 1990 年代，随着负债的继续增长，偿债比也开始上升。到 2007 年之前，债务波动曲线在历史最高水平上达到

峰值，然后在 2008 年下降，因为在不断展开的危机的痛苦中，借债较收入下降得更快。这就到了关键之处。从

工人一方看，在一段时期中，虽然实际工资增速下降，利息率的下降刺激了家庭借债的增加，帮助他们维持了生

活水平的原有轨迹。从微观经济看，负债增加带来的家庭支出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繁荣。繁荣最初的推动力来

自利息率的显著下降和剥削率的上升( 实际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同样显著的下降) ，这二者的结合大大促进

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同样的两个变量对工人和企业却起到不同的作用，因为骰子被灌了铅。

三、1930 年代大萧条的教训

随着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政府都一直忙于抢救即将破产的银行和实业，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是令人震惊地创造大量的货币。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所谓的自动稳定器( 如失业补偿金和福利支出) ，并且会

在衰退时自动生效，但这些都是针对衰退而不是萧条的。然而，各国政府对创造新的预算支出形式以直接帮助

工人，却远没有那么热情。即使在政府预算支出赤字这一问题上，两个不同的政策阵营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 2010 年 6 月召开的多伦多 G20 会议上，这些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一边是正统派主张“紧缩( austeri-

ty) ”政策，即削减补贴劳动者健康、教育、福利和其他政府支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会上说，“认为紧缩

措施会引发停滞的想法是错误的。”德国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说:“政府不应该热衷于借款，把它作为刺激需

求的快速修复法，……赤字支出不能变成事情的永久状态。”这种立场部分来自于对正统经济学观念的忠诚

信仰，认为市场几乎是完美的，能够迅速恢复。不管怎么说，图 6 中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利润率，在 2010 年显

示出引人注目的上升; 2010 年，高盛第一季度的收入为 33 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 2 倍。按正统经济学最乐

观的看法，这是快乐时光几乎又要到来的征兆。同时，欧洲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也对 1920 年代德国赤字财政、
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及政治后果记忆犹新。最后，对实施紧缩方案的欧洲资本而言，潜在的好处

能不能兑现还存在着实践的问题。欧洲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度幸免于难，与美国和英国的劳动者相

比，得到相对好很多的待遇。正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示，危机为大资本向劳动者进攻提供了完美的口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削弱了迄今为止仍在抵抗的劳工力量，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政策即使存在着使

大众境遇恶化的可能性，它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风险。
在 G20 会议上，美国人表达了不同的忧虑。就美国本身而言，家庭财富已经减少数亿美元，而新房屋的

销售已降至 1981 年的水平。而且，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一个“持久和严重”的全球性就业衰退就要

发生。这对一个已经卷入多重战争并充当“全球警察”的帝国主义政权而言，是必须极严肃对待的事情。同

时也是一个关乎历史教训的重大事件。奥巴马总统劝欧盟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以历史事件为鉴，

“从过去重要的错误中学习，即当刺激经济的政策回撤太快时，会产生新的经济困难和衰退。”［19］1929 年美

国股票市场崩溃引发的大萧条，导致 1929 ～ 1932 年间急剧的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但随后 4 年，生产几乎增

长了 50%，失业率下降了 1 /3，政府支出几乎增长了 40%。1936 年，生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13% ) 增长。与

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赤字攀升至约 5%。于是在 1937 年，罗斯福政府提高税收并急剧削减政府支

出。④结果，实际 GDP 迅速下跌，失业率再次升高。美国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掉头，在 1938 年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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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以致 1939 年生产再以 8% 的速度增长。只有到了那时，美国才开始为可能的战

争加强建设，至 1942 年才完全卷入战争。
从这些事件可以学到一些教训: 第一，在危机中削减政府支出将是一个“重要错误”，这是奥巴马的观

点。第二，美国经济是从 1933 年开始恢复的，除了政府在 1937 年犯了削减政府开支的错误，经济复苏一直

持续到 1939 年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建设，以及 1942 年美国完全参战( 珍珠港事件发生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 。因此，将战争开始前 9 年就已经开始的恢复，归因于战争本身是错误的。换言之，战争本身只是进

一步刺激了生产和就业。第三，可见，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支出增加，确实对加速复苏起了关键作用。第

四，相关的美国政府支出不只是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也用于公共服务项目中的直接就业。例如，罗斯福新

政中的工程振兴管理局( WPA) ，就在公共工程、艺术、教育和支持穷人的计划上，雇用了上百万员工。

四、政策含义

政府支出增加能够极大地刺激经济，这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伴随着靠赤字融资的巨大政

府支出。例如，在二战中，美国政府在 1943 ～ 1945 年间平均的预算赤字为预算支出的 25%，对比之下，2010
年第 2 季度的预算赤字不到 11%。因此，战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动员，可用来提高生产和就业。其中

部分的就业创造，来自对武器和其他支持性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派生需求; 而另一部分

则是在军队、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及私人设施的保养和维修部门的直接就业。因此，即使在战争期

间，我们也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经济刺激: 一是能刺激就业的政府直接需求，它使商业部门不再紧握大部分

货币或用它还债; 二是刺激需求的政府部门的直接就业，它使受雇的人不把收入储存起来或还债。在和平时

期抵御经济危机的社会动员中，这两种增加支出的模式同样适用。就第一种模式而言，政府支出被直接引向

商业和银行，有望使受益的企业增加就业。这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刺激商业，使好处向下滴流至就

业。就第二种模式而言，政府直接向失业者提供工作，当这些新的受雇者花费其收入的时候，好处向上惠及

至企业和银行。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得到的货币，要重新花费出去。
但最近时期，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政府的巨额“紧急救助”，都已被用于银行和非金融企业。但这些

资金在大部分情况下，经常以扣押隐退而告终: 银行需要用它们去支撑摇摇欲坠的资产组合，企业则需要用

它们支付债务。确实如此，既然过去的“好钱”已成了坏账，在当前这样一种几乎看不到足够回报的环境中，

被“救助”者绝无再抛出“好钱”的必要性。因此，巨额的紧急救助，没有向下滴流多少。如果采用第二种模

式，事情很可能就大不一样。那些之前失业的人不得不花费他们得到的收入，因为他们必须生存。因此，第

二种模式有两个好处: 直接为那些最需要就业的人创造就业; 给那些为新就业者服务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向

上惠及效应。
那么，是什么阻止政府创造直接就业项目呢? 答案当然是: 商业刺激是资本首选的模式。的确，由于上

述劳动者的直接就业模式使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它被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

胁。而且，它将破坏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利用全球廉价劳动力的盘算。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不但允许资本在海

外从事更低廉的生产，还帮助在国内抑制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当今时代的问题是，在不被诱骗卷入

战争的情况下，能否动员整个社会与大萧条的后果作斗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动员就其本质而言

就是从局部开始的，目的是在反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抵抗和反对懦弱状态的过程中，使动员得以传播和扩散。

注 释

①加尔布雷斯对再次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有矛盾的看法。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只是很清楚地知道:“在兴奋和恐慌间循环
的金融周期，……与人们忘记上一次灾难所花的时间大体一致。”他注意到，这些周期本身是“成千上万的个体自由选择的
产物”，虽然希望免除对上次事件的记忆，但“投机狂热机会的再现也相当不错”，“在下一次繁荣期间，一些重新发现的自由
企业制度的优点会被人引用”，在“在最早接受理性的人当中，有一些将要为提出管理和控制而负责，……然后他们会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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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没必要管理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监管部门( 特例除外) 要么变成他们所监管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么衰退
老去。”但作为一个政策的制定者，他一直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②利润率被定义为货币增值与资本的比率。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r = P /K，其中，利润 P和资本 K都是用当前价格测算的。
依次地，我们可以用资本价格指数 pK，处理通货膨胀对分母 K的影响，即把当前成本 K转化为实际( 调整了通货膨胀) 资本
存量 Kr≡K/pK。为保持该比例的尺寸同质性，我们也必须用 pK 处理通货膨胀对分子的影响，即把名义利润 P 转化为用资
本购买力方法测算的实际利润量 PＲ≡P /pK。这两个实际指标相比，再次得到 r。

③在测算企业利润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名义利息率的决定做任何假设。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费雪，假设用名义利息率
( i) 和代表性投资者预期的某个通货膨胀率( i) 之间的差额，定义实际利息率( pe ) 。进一步的假设是实际利息率为外生给
定的，这暗含着名义利息率随着( 预期) 通货膨胀率而变化。但在理性预期假设下，预期通货膨胀率会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
变化。该论点可归结为关于名义利息率随着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假设，这是一个已被广泛证明有误的命题，因此只存在于教
课书之中。参见 Pierluigi Ciocca and Giangiacomo Nardozzi，1996。

④“罗斯福和当时的通货膨胀鹰派下定决心要戳破他们认为的股票市场泡沫，剪断通货膨胀的萌芽。就此而言，平衡预算是
一个重要步骤，但通过更高的银行法定准备金，联储也实施了剧烈的紧缩政策。……1937 年，虽然经济活动明显衰退，罗斯
福依然推进财政紧缩政策。1938 年财政年度，预算……几乎得以平衡，……结果是巨大的经济倒退，GDP下降，失业增加。”
引自 Bruce Bartlet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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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s of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 Xunhua ，Wang Y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ssentially requires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o
be ecological． The sustainable social productivity constitutes the productivity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must conform to the natural and ecological laws to protect the natural，ecological system，and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ecological economy to safeguard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High － carbon，
linear production modes and lifestyles in the traditional machine industry should b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low －
carbon，cyclic ones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human and ecological system throug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Limitations of Weisskopf on the Dynamics of the Profit Ｒate
Meng Jie ，Li Yawei

T． E． Weisskopf，a Marxist economist from US，presented a method to study the dynamics of the profit rate in the
1970s． That is，he linked the changes of the profit rate to the changes of capital － output ratio，share of profit and
rat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and matched these three factors with three Marxist crisis theories． With the measurement
method，Weisskopf verified different effects of such three factors on a decline in the profit rate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On this basis he supported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 for the 1973 － 74 crisis according to the
" Profit Squeeze Theory" ． His studies represented a major attempt to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the profit rate by com-
bining the theoretical method with the empirical one on the basis of Marist economics． However，some limitations
exist in his study method． To further explain the changes of labor share in detail，Weisskopf divided labor strength
into two categories． This is actually a faulty part in his analysis．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Household Contract to Family Farm
Wu Kaiqun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Marx and North，appropriate scale of operation，technological pro-
gress and specialized labor division constitute the internal cause for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rural family farms．
Ｒural households，the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s，etc． form the main subject of such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Pursuit of external profits by rural households becomes the external cause for such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family farms is made due to a driving force from both the compuls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state and the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farmers． Additionally，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requires such
matching systems as the system for land stability and circulation，the system for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and the market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therwise，there will be a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imbalance． In this situation，the family farm system
will also find it har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The First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21 st Century
Anwar M． Shaikh

In the 1980s，major capitalistic countries saw new prosperit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ecause of a sharp rise in the
exploitation rate and a fall in the interest rate． A decline in the actual wage growth compared with the growth of la-
bor productivity led to a standstill in the real consumer spending ability of workers． As the interest rate fell and
credit became more accessible，however，consumer spending and other expenditures began to increase continuously
and supported the growing debt tide． In 2008 the great depression broke out，becoming the first one in the 21st cen-
tury． It was a normal change in the long － term fluctuation mod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hen the long prospering
economic situation gave way to the long downward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rofit － driven factor of capital accumu-
lation is the source of this depression and plays the role of core regulator position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o main-
tain this unchanging core，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lways changes its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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